
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 整个决议揭示的就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 以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深刻道理。
第五， 要注重语言表述的规范性， 特别是一些重大论断、 专有名词等， 要按照权威文献的最新

表述进行， 避免随意改动、 主观臆造。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印发的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明确提出

“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 “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 评价和结论” 等

要求。 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规范的语言表达是做好研究的基本功。 习近平论述党史时采用的专有名

词、 作出的重要论断， 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精准表述， 是兼具政治性、 科学性的高度理论概括。 如

果随意改动说法， 很容易造成指代不明确， 语言分寸把握不当等表达不精确的问题， 不仅读起来感

觉 “差一口气”， 而且容易给人造成没有必要的误解。 有些写习近平党史观的文章， 一读起来就知

道功夫下得不够， 就在于其说的都是 “外行话”。 有些研究者喜欢用一些看似 “高端” 的概念体现

文章的学术性， 也是没有必要的。 并不是说用词越生僻、 理论越抽象就显得文章越有深度， 恰恰相

反， 用平实浅近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 反而是 “大道至简” 的体现。 老一辈党史学者大多强调

“写文章文字要尽量平实、 干净”①。 习近平关于党史的论述， 就没有诘屈聱牙的语言表达， 都是用

人们熟知的文字表达深刻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 语言质朴， 但意蕴无穷。 当然， 表述规范并不是

说一字不能改动， 只能照抄照搬。 这是一种教条式的坚持， 是以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的

行为。 研究者当然可以对习近平党史观进行合理阐释， 但是这个阐释一定是深思熟虑的， 是在把握

习近平党史观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进行， 否则就不是习近平党史观， 而是研究者本人的党史观了。
“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 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② 原原本本研

究习近平党史观， 是对习近平党史观进行科学阐释的题中应有之义。 它建立在严谨的学风和埋头苦

干的精神上， 存在于关注现实、 服务大局、 回答 “时代之问” 的努力中， 离不开历史思维和理论思

维的共同作用， 是严肃的分析、 充分的阐释和科学的研究。 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并以习近平

党史观作为指导， 将有利于党史学界进一步提高党史研究的自觉性和预见性， 更好地树立起历史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为党史学科的学术繁荣积极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以“六个必须坚持”构建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的
“三重思维”∗

何　 志　 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发布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 全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修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 这是自中

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被正式确立以来， 官方首次对学科概况、 内涵、 范围、 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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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权威叙述。 该一级学科设立以后， 对于如何开展学科建设， 相关学者纷纷各抒己见。 这些讨

论大多立足一级学科本身， 强调党史与党建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着眼于该学科的长远发展， 用心可

谓良苦。 笔者以为， 讨论一级学科的建设问题， 既要强调 “抬头看路”， 也要注意 “低头拉车”，
当务之急是厘清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思路， 为一级学科的发展夯实学理基础。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

的四个二级学科中， “中国共产党历史” 以百余年党史为研究对象， 肩负着 “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

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 重大成就、 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 的重要使命， 为其他三个二级学科的

发展提供历史底蕴支撑。 因此， 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应该摆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首要位置。
那么， 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共党史学科建设？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 在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 “学科内涵” 部分明确指出， 必须 “在研究中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 “六个必须坚持” （即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

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 为根本指引。 为此， 笔者拟从 “六个必须坚

持” 出发， 探讨新时代构建党史学科建设的 “三重思维” ———理论思维、 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 意

在持续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 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以及提

升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力贡献一得之见。
一、 以 “理论思维” 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品格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 和 “坚持自信自立”， 突出该学科的 “理论思维”。
这里的 “人民至上” 强调党史专业人才的培养， 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自信自立”， 主要是指通

过扎实的学术研究， 建立学术自信， 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因此， 从党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而

言， “人民至上” 和 “自信自立” 又分别指代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
党史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 “资政” 和 “育人”。 人才培养就是 “育人” 的核心内容， 培养

大量高素质党史人才， 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这就引申出党史学科建设中的 “坚持人民至上” 原

则。 关于 “人民至上”， 习近平指出： “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从根本上说， 就是因为

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① 虽然这

句话阐发的是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因为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 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

想”②。 党史研究应充分强调 “人民至上”， 研究者不能关起门来做 “训诂老学究”， 而应在甘当知

识的 “搬运工” 的同时， 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高质量的党史人才。 因此， 对于党史学科建设而言，
就必须建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涉及 “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 教材体系、 管理

体系” 以及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③。 在党史人才培养体系中， 尤其需要解决的是建立完善的教材

体系、 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 新时代的党史研究人才培养应从构建此 “三大体系” 出发， 在提升理

论性方面下功夫。
首先是教材体系。 教材体系是党史人才培养面临的首要问题， 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 习近平

明确指出： “教材体系上不去， 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 “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 就要

有好的教材” ④。 在他看来， 好的教材可以达到 “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 的效果⑤。 检视目前学界

的党史教材， 大多存在叙述结构雷同、 编写年代久远、 内容与中国史学科的 《中国现代史》 教材高

·２２· 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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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９ 页。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 页。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习近平书信选集》 第 １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３１４ 页。



度重合等特点。 新时代的党史学科应该尽快构建 “纵向通史 ＋ 横向专门史” 的完备教材体系， 在讲

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纵向通史的基础上， 横向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事件、 会议

以及 “党领导的军事战争史、 经济建设史、 政治建设史、 文化建设史等等”①， 编写政治、 经济、 文

化、 军事等党史专门类教材， 在编写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贯穿其中， 形成科学严

谨且理论性强的教材体系。
其次是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关乎人才培养和教材体系的落地问题。 只有形成较为科学的课程体

系， 才能使教材体系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效转化。 新时代党史课程体系建设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三次理论飞跃为主线索， 向学生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次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 道理和

哲理， 使课程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意蕴。 目前一些中共党史专业课程设置呈现 “论” 多 “述” 少

的特点， 对于党的历史本身关注相对偏弱。 构建科学的党史课程体系， 首先应该立足于 “中共党史

学是历史科学” 这一前提， 处理好 “通” 与 “专”、 “内” 与 “外”、 “实” 与 “虚” 之间的关系。
所谓 “通” 与 “专”， 就是实现 “通史” 与 “专门史” 课程的有机衔接与穿插； “内” 与 “外”，
就是在以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为主干通史课程的基础上， 设置联共 （布） 党史、 国际共运史、 国外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民主党派史乃至国民党史等选修课程， 使学生具有更加扎实的知识储备； “实”
与 “虚”， 就是强调通史课与史学理论课之间的互补， 注意设置中共党史学概论、 史学史、 史料学、
史学批评、 版本目录学、 校勘学等具有浓厚党史色彩的理论课程， 增进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

历史研究的了解与认识， 提升理论修养。 精品课程是课程建设的重要显性指标。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５ 日，
中共中央发布的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就要求 “加强党史精品课程建设， 建立完善党史精品课

程库”。
再次是教学体系。 教材、 课程体系形成之后， 需要有相应的教学体系作为成果转化的手段。 构

建完备的党史教学体系仍然需要理论思维的支撑。 广义上的教学体系主要是指由教学过程的知识基

本结构、 框架、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方法设计、 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结果评价等组成的统一整体。
狭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指教学内容。 以高校为例， 党史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需要强调教学内容的有

机融合与衔接， 尤其是需要处理好 “理论” 与 “实践” 课程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

一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与改革胜利的历史。 这些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 发挥着重要的 “营养剂” 功能②。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 都应充分强调党史学科

的资政育人功能， 在教学体系上坚持 “理论” 与 “实践” 的高度融合， 在课堂讲授之外， 精心设计

实践教学环节， 鼓励乃至推动学生走出课堂和学校， 前往档案机构、 党史方志部门、 红色纪念场馆和

革命遗址遗迹开展调查研究， 在深入田野的基础上， 撰写调查笔记， 上好 “社会实践” 这门特殊

课程③。
对于调查研究， 胡绳曾指出： “一切科学的概念和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 都是从对具体事物的

反复考察和研究中取得的。” 这种调查研究正是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④ 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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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负责的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课程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为例， 采取 “３ ＋ １” 教学模式， 即三个学分

的课堂讲授、 一个学分的社会调查实践。 教师提前拟定年度调研主题， 要求学生必须利用假期返乡围绕该主题开展社

会调查并撰写调查笔记， 将调查笔记评分纳入本课程总成绩， 有效激发了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积极性。 从返回的调查

笔记来看， 学生走出书斋主动接触社会， 既开阔了视野， 也对一些党史知识加深了认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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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习近平认为， 它是 “做好工作的基本功”①， 既是 “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也是 “获得真知灼

见的源头活水”②。 在党史教学体系中强调对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与

社会实践之间实现 “知行合一”， 则是在构建党史教学体系过程中理论思维向实践转化的重要途径，
反过来会增进学生对于党史理论知识的感悟与体认， 对于提升党史教学体系的理论水平大有裨益。

理论水准的提升， 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党史学科的学术自信。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 “坚持

自信自立”。 学术研究是以掌握大量第一手数据或文献为前提， 然后通过思维加工的方式形成独创

性的知识产品。 所谓 “独创”， 主要体现为研究者对该产品理论化、 思想性水准的高度自信。 理论

化就是理论思维的直接体现。 对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
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③ 理论思维是抽象性思维， 科学思维和

哲学思维是其两种表现形式， 都是经过现象达到本质， 形成对于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和具有逻辑性、
解释性的概念体系④。 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 更是一门哲学⑤。 历史与哲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二者

“携手并进” 且 “不可分割地结合着”⑥。 党史学科建设应该强调其内在的哲学底蕴， 必须在学术

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突出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 通过强化理论思维的方式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

品格。
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强调思想性， 提出标识性概念是其思想性的重要特征。 关于标识性概念， 习

近平明确指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 “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 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⑦。 这些 “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之所以形成， 背后起作用的就是理论的总结与提炼。 例如 “中国式现代化” 这一

概念， 就是 “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⑧。 这一标识性

概念的提出， 背后蕴含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 体现了对现代化道路本身规

律性思考的科学思维和以此为基础的再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哲学思维。
近年来， 党史学界也提出了一些标识性概念。 例如，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建构与演变历程

中， 相继出现 “革命” “现代化” “中华民族复兴” 等概念。 以 “中华民族复兴” 为例， 党的十三

大报告首次提出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概念， 开启了这一政治话语的使用历程。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政治话语成为高频词汇， 引起了党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为此， 有

学者甚至提出党史研究范式应该在原来的 “革命史范式” 和 “现代化范式” 的基础上， 形成另一

种新的研究范式——— “中华民族复兴 （史） 范式”， 这也体现了鲜明的理论思维。
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灵魂， 没有思想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 资政育人固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职

能， 但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 在 “资政” 和 “育人” 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不应简单化强

求党史研究的 “资政” 功能， 否则就会出现以 “资政” 为名忽视 “求真”， 导致结论先行， 根据现

实需要 “倒推历史”， 甚至 “刻意勾连， 盲目嫁接”， 对原本鲜活生动的党史展开 “格式化” 的写

·４２·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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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 《思考的痕迹： 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 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７５４ 页。
美国学者明恩溥在回顾中国人 “以历史为师” 特点时指出： “历史是一门哲学， 只不过它完全是通过实例来阐述的。”
参见 〔美〕 明恩溥著， 匡雁鹏译： 《中国人的特性》，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４６ 页。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著， 傅任敢译：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 第 ９２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４６ 页。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日

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８ 日。



作， 使研究结论 “流于浅表、 缺乏实质”①。 这种 “格式化” 的党史写作模式， 因其背后缺乏理论

思维支撑， “理论上不彻底， 就难以服人”②。 最后的结果是， 在结论上流于表面而无法 “资政”，
在叙述上枯燥乏味而难以 “育人”③。

二、 以 “问题思维” 增强党史学科的创新动力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 “坚持守正创新” 和 “坚持问题导向”。 这两个 “必须坚持” 是党史

学科建设过程中形成 “问题思维” 的重要原则。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创新的类别可以包括

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 关于创新， 习近平认为：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 揭示一

条规律是创新， 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 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 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

新。”④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提出并解决问题是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 “创新” 与 “问题” 是一对相

辅相成的概念。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应该在 “坚持守正创新” 和 “坚持问题导向” 的基础上， 通

过广泛搜集文献和数据，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不断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公信力。 问题意识是任何

学术研究都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 也是凸显自身价值的重要指标。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 必须以鲜

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 习近平指出：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
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 筛选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⑤。
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形成党史研究中的 “问题思维”， 形成从 “发现问题” 到 “解决问题” 的

研究闭环， 不断增强党史学科的创新动力。
所谓 “问题思维”， 就是以提出和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的研究思维模式。 这里的 “问题” 主要

包括学术和规范两个范畴， 它直接关涉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提出问

题， 明确研究对象 “是什么”。 问题从哪里来？ 问题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 而是从 “科学实验” 也

就是从研究实践中来的。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就是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⑥ 文献

阅读的前提是文献搜集与占有。 对于文献占有， 毛泽东提出的 “古今中外法” 对此颇有启示： “我
想， 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 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 一种是党内的， 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一种是党外的， 包括帝国主义、 地主、 资产阶级等。 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 两种材料对照

起来研究”， “我们研究党史， 必须全面看， 这样研究党史， 才是科学的”⑦。 胡乔木也认为： “为了

写好党史， 要多收集资料， 收集国民党和外国人写的共产党的历史， 看看他们怎样写红军、 八路

军、 新四军。”⑧ 应当说， 这些论断在本质上都是强调从广阔的研究视野出发， 在研究实践中发现题

目、 提出问题。
对于实践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⑨ 就党史研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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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文婷： 《“温故知新” 与 “知新温故”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有关思考》，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９ 页。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胡乔木就批评了这种 “格式化” 的党史写作风格： “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 动人的画

面的， 而我们写的本子常常变成了灰色的、 苍白的。” 参见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４２ 页。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有学者认为， 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以后， “研究者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加大文献阅读量， 在提高文献阅读量和使

用量的前提下， 才能坚持大历史观”， 构建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共党史党建话语体系。 参见谢章典、 陈金龙： 《中共党史

党建一级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毛泽东文集》 第 ２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４０６ 页。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第 ２４４ 页。
习近平：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 日。



本文指涉的 “实践”， 不仅包括占有和阅读多方材料， 而且包括充分掌握学术动态， 并在两者相结

合的基础上形成问题意识。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避免重复劳动， 提高党史研究的创新水准。 党史

研究的重复劳动问题，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引起党史学界的反思。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为纪念 《中共

党史研究》 创刊 ５０ 期，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 一些学者在会上详细阐述

了创新对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比如郭德宏认为党史研究要强调 “新内容、 新观点、 新角度、 新

资料， 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作出新的挖掘， 写出新的深度”， “没有新意和学

术价值的文章， 应尽量少登甚至不登”。 此外， 有学者也指出， 党史研究应该突出 “新资料、 新观

点和新角度”， “坚决杜绝 ‘炒冷饭’”。 为此， 与会者还提出党史研究的 “规范化和科学化” 问题，
建议 《中共党史研究》 刊出的学术论文 “都必须尽可能详细注明引文出处并对重要论据加以注释”。①

经过近 ３０ 年的发展， 《中共党史研究》 几代编辑部学人薪火相传， 刊发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 为

党史学界树立了标杆， 使党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现象大为改观。
上述学者提及的 “规范化和科学化”， 引出了 “问题思维” 中的第二个内容———规范问题。 有

学者指出， 党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现象，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学术规范不健全”， 体现为 “写书、
写文章的人没有规范的约束， 不知、 不懂学术规范。 不懂写书、 写文需对前人的成果作出说明， 不

懂引用他人、 前人的成果要注出处， 以至从头到尾一个出处也不注”②。 注释是一篇学术论文的灵

魂。 与其他文论形式不同， 学术研究成果是基于广泛的文献搜集和数据加工后形成的独创性知识产

品。 与自然科学类似， 人文学科的研究结论同样存在 “可重复” 的特点， 这是其区别于非学术性成

果的重要标识。 这种 “可重复” 的特点， 要求研究者必须详细标明引用文献的出处， 以便读者核查

原文， 验证其研究过程与结论的科学性。 由于 “中共党史” 长时间归属于以理论分析见长的政治学

学科， 导致不少党史研究成果呈现 “论” 多 “述” 少的特点。 加之一些研究者未能很好地区分学

术研究与政治宣传文体， 在学术论文或著作中疏于注释， 甚至不核查原文， 直接照抄他人的引用文

献， 导致以讹传讹。 这种不健全的学术规范不仅会造成党史研究内容的同质化和重复， 而且若不能

得到及时纠正， 势必会影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公信力。③

三、 以 “全局思维” 厚植党史学科的研究底蕴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 “坚持系统观念” 和 “坚持胸怀天下”。 “系统观念” 和 “胸怀天下”
是 “全局思维” 的重要体现。 经过几代党史学人的辛勤耕耘， 一大批优秀学术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为党史学科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 这些著作涉及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等三大领域。 对于中

国共产党而言， 这些领域的变化均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息息相关， 要求前者必须 “善于观大势、
谋大事， 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④。 政

党决策如此， 针对政党历史的研究同样如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任何历史事件与现象都不可

能是孤立存在的， 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必须同样强调 “全局思维”。 所谓全局思维， 是一切从系统整

体及其全过程出发的思想和准则， 从客观整体的利益出发， 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 想办法， “从
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 去认识问题、 处理问题”⑤， 进而作出科学决策。 结合 “六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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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就针对党史学科建设提出了 “学科公信力” 这一重要命题， 认为党史研究者应该苦下功夫， 积极参与学界对话

与争鸣， 通过严密的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避免 “自说自话”， 否则难以实现 “资政育人” 的目标。 参见李良玉：
《学科级别提升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变与不变》，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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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坚持” 来看， 新时代党史研究的 “全局思维” 可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两个维度展开。
首先是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必须 “坚持系统观念”。 究竟哪些属于党史研究的对象？ 中共党史的

本质属性是历史科学①。 历史学家周一良认为， 历史由六个 “Ｗ” 构成： ｗｈｏ （何人）、 ｗｈｅｎ （何

时）、 ｗｈｅｒｅ （何地）、 ｗｈａｔ （何事）、 ｈｏｗ （如何）、 ｗｈｙ （为何）②。 这六个 “Ｗ” 既是构成认识与理

解中共党史的重要知识系统， 也是选择党史研究对象的重要依凭， 更是新时代凸显党史研究科学特

质、 提升学科公信力的必经之途， 体现了鲜明的系统观念。 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性， 习近平认为：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③，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 只有用普遍

联系的、 全面系统的、 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 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④。 因此， 新时代党史研

究的对象选择应该强调对这六个 “Ｗ” 的探寻并突出彼此之间的联动， 充分体现系统观念的问题指

向。 笔者在此以 “ｗｈｅｎ” 为例， 分析时间意识对于构建党史系统性知识的重要性。
这里的 “ｗｈｅｎ” 并非仅指具体的时间， 而是包括时间概念、 观念和意识的总体认识论。 党史研

究必须具有界限清晰的时间意识。 因为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话语体系， 表达的词汇应该有其特定的

时代含义。 有学者发现， 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极易出现 “时间错乱问题”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ｎａｃｈ⁃
ｒｏｎｉｓｍ）， 即 “没有在正确的时代语境中呈现过去”⑤。 也有学者认为： “脱离特定的时间， 就难以理

解任何历史现象。”⑥ 例如， 遵义会议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 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⑦。 然而， 对于此次会议中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问题， 不同时期的党史叙述也呈现一定的变化， 体现了鲜明的时间意识。
关于这一问题最早的权威表述是 １９４５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 该决议明确指出此次会议 “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⑧。 １９８１ 年中共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涉及这一问题时， 认为此次会议 “确
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⑨。 后一说法成为此后党史著作涉及这一问题时的统一

表述口径。 两个历史决议对于这一问题的类似表述， 具有特殊的时间域。 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内外对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评价存在一定认识混乱的历史背景下作出

的， 目的在于统一认识，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I0， 故必须突出遵

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力挽狂澜的卓越贡献。
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发掘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 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陈云年谱》 以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张闻天年谱》
等一系列权威著作均对遵义会议的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度描摹， 并说明了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担任党

内 “负总责” 职务的是张闻天这一基本史实。 那么这一史实是否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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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你就掌握了历史。” 他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 “Ｗ” ——— “ｗｈｙ” （为何）。 参见周一良： 《纪念陈寅恪先生》， 张

杰、 杨燕丽选编： 《追忆陈寅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５８、 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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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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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马克·布洛赫著， 张和声等译： 《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２９ 页。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 １０２、 １４２ 页。
《毛泽东选集》 第 ３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９６９ 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第 ７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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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的说法相冲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就此作出了准确回答：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

地位， 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① 很显然，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表述上有了局部调整， 在前面加上了更为精准的限定词——— “事实上” 和 “开
始”。 后者突出了历史事件发展变化的时间意识， 正如习近平所言， 这一变化 “体现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新认识”②。 该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毛泽东虽然并非总书

记， 但此后他的诸多主张都被中央所接受， 事实上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二是毛泽东全党领导核心地

位的确立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遵义会议应该是起点而非终点， “开始确立” 的表述实际上蕴含

了鲜明的 “过程性” 时间意识。 这一表述变化不仅对于澄清历史迷雾和全面认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

地位的确立过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而且有利于解释遵义会议其他几个 “Ｗ” （何地、 何事、 如何、
为何） 等关键要素问题， 准确回答人们对于本次会议的一些疑问： 为什么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

心的是周恩来？ 为什么被推举为负总责的是张闻天？ 因此，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于遵义会议的表述调

整， 充分强调了事物发展演变的时间意识， 有助于构建遵义会议六个 “Ｗ” 系统性知识， 体现了鲜

明的 “全局思维”， 得出的结论自然更为全面。
其次是研究视野上必须 “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胸怀天下” 本质上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

习近平认为： “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 方法论， 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

类思维各种现象， 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③，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的 ‘总钥匙’”④。 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应该牢牢把握研究视野必须 “坚持胸怀天下” 这一 “总钥

匙”， 形成放眼全球的宽广学术视野， 积极与国外同行展开学术对话， 发出党史研究的中国声音，
而不能闭门造车、 孤芳自赏。 关于党史研究中 “胸怀天下” 的学术视野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一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宽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审视。 关于此点， 毛泽东在著名的 “古今中外

法” 论断中就有深刻阐述———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 把问题当作

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所谓 ‘古今’ 就是历史的发展， 所谓 ‘中外’ 就是中国和外

国， 就是己方和彼方”⑤。 胡乔木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四面八方法”， 认为党的历史不是一条简

单线性发展的历史， 也不是一个简单平面化的历史， “而是立体的”。 为此， 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方， 认为党史研究不能简单 “照镜子”， 眼睛只看到自己， 而应该 “左顾右盼”， 放宽视野， 兼顾

四面八方。⑥ 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后， 中共中央曾在地方设置派出机构———中央 （分） 局， 代表中央

直接领导地方工作。 根据 “古今中外法” 和 “四面八方法”， 研究者既可以从中国明朝时期中央向

地方设置派出机构———巡抚 （后演变为总督） 中寻找制度渊源⑦， 更可以从联共 （布） 中央在边疆

民族地区设置 “州特别局” 的举措中得到研究启示⑧。 反之， 如果研究者仅从这一时期央地关系的

角度孤立地看待这一制度设置， 将难以呈现立体化的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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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考察。 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 从局部执政

到全国执政， 从照搬别国经验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一历程始终为国外研究者所关注。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 中共党史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党史研

究学人、 机构和成果。 就研究成果而言， 由于研究者所处立场和掌握一手材料的不同， 其结论虽不

一定准确， 但在选题和叙述方式上仍有可取之处， 国内党史研究者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正如习近平

所说， 从事学术工作， “既要立足本国实际， 又要开门搞研究”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胡乔木在阅读

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 一书后， 就对书中的注释方式颇为称

道： “讲到某个人时， 就讲他是某个省某个县的人， 干过什么事情， 读起来使人感到很亲切， 随时

给人以知识。” 为此， 他建议在编写 《中国共产党历史》 时也应做好注释工作： “注释的情况实际

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 注释得好， 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 否则， 显

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② 取其所长、 弃其所短， 就是党史学界对待国外同行

研究成果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
新时代党史研究必须 “坚持胸怀天下”， 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学术史发展脉络之中来审

视， 与西方既有研究展开学术对话。 “讲故事” 就是学术对话的一种形式。 习近平也认为： “深刻道

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 说服人。”③ 党史研究既要 “会讲故事” 也要 “讲好故事”④， 特别是讲

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对于 “讲故事”， 在一些学者看来， 历史的 “真正的价值是教育方面的。 它

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 从而教育人们的心智”， 历史学家的 “第一职责乃是讲故事”⑤。 “讲故事”
的优势在于从微观的角度， 更为清晰地呈现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 “讲故事就是讲事实、 讲形象、 讲

情感、 讲道理， 讲事实才能说服人， 讲形象才能打动人， 讲情感才能感染人， 讲道理才能影响人”⑥。
宏大叙事固有其可取之处， 但细节描写更能讲出习近平所指的 “事实” “形象” “情感” “道理”，
自然也更能 “打动人”。 实际上，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胡绳就批评了一些党史著作内容的 “概念

化” 现象： “讲得很笼统， 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⑦ 这些著作的普遍特点就是缺乏细节和形

象描写， 容易使读者 “见林不见树”。 新时代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全局思维， 在充分掌握学术史的基

础上， 与国内外既有研究进行学术对话， 注重对历史细节的 “深描”，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避免

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 自说自话， 厚植党史学科的研究底蕴， 在把握全球学术视野的基础上讲好

党史研究的 “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下属四个二级学科已经明确的情况下， 中共党史学科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新时代党史学科发展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

论为指引， 强调 “六个必须坚持”， 重温胡乔木、 胡绳、 龚育之、 张静如等老一辈党史学人的真知

灼见， 强化理论思维、 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 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党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钟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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